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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DETAILS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本文探讨了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流域下游（俄罗斯远东地区）岩画传统与考古学文化的关联性问题。本文旨
在根据最近的考古发现和岩画资料的进展，重新考虑既定的年表。该研究人员之前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只
考虑了人面像的设计，但在本文中，还对动物图像进行了研究。通过人类学关于民族、身份、社会实践、
象征意义和社区的思考方法，对最近发现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岩画传统模式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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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阿穆尔河下游始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终于阿穆尔河入海口，而阿穆尔
河下游地区是一个特定的考古文化区（Popov 1969；Oklanikov and 
Derevyanko 1973；Popov 1969）。

阿穆尔河下游的岩画以6个岩画群为代表（图1）：阿穆尔河畔的锡卡
奇—阿梁、奥日（马依地区）、卡利诺夫卡，以及阿穆尔河支流乌苏
里江流域的谢列梅捷沃、基亚和苏克派。主要的岩画群是锡卡奇—阿
梁综合体，在其6个岩画点中共记录了约300幅图像；而谢列梅捷沃岩
画群包括3个岩画点，共约30幅图像。基亚岩画群包含3个岩画点共计
13幅图像，而卡利诺夫卡岩画点仅发现1块带有岩画的石头，上面有15
幅图像（图2；Okladnikov 1971，1981a；Laskin 2015a）。奥日和苏
克派岩画被认为属于中世纪时期和铁器时代（分别为公元8至10世纪和公
元前1千年中期至公元1千年中期）（Okladnikov 1971；D’yakov 1978），
在此不予考虑。

锡卡奇—阿梁其中的4个岩画点沿阿穆尔河左岸分布，这里集中分布着
带有岩画的独立花岗岩巨石，另外2个岩画点位于岩石露头的垂直岩面
上。谢列梅捷沃岩画群中的2个地点位于岩石露头的垂直岩面上（图3）
，而其他4个地点的岩画位于独立的巨石上。基亚岩画的所有图像都位于
一块岩石露头的垂直岩面上（图4）。

19世纪末，阿穆尔岩画开始为公众所知，并立即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
注。1898 至1899年，美国研究人员贝托尔德·劳弗尔和杰拉德·福克对阿
穆尔河下游盆地进行了考察，并报告说他们参观了岩画（Laufer 1899
；Fowke 1906）。随后，探险家弗拉基米尔.K.阿尔欣耶夫（Vladimir K. 
Arsenyev）于1908年、民族学家列夫·斯滕伯格于1910年、日本人类学
家鸟居龙藏于1919年考察了锡卡奇—阿梁岩画点。由于对西伯利亚其他

地方的岩画进行过深入研究，因此，斯滕伯格对阿穆尔岩画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Okladnikov 1971）。

N.G.哈尔拉莫夫首次尝试对锡卡奇—阿梁主要岩画点进行历史解读，他
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对岩画点进行了调查。他认
为带有图像的巨石是一座古城和宗教中心的遗迹。哈尔拉莫夫将这座
城市称为“加尔布”（“Gal’bu”），并将其归属于公元前1千年至公
元1千年时期。苏联民族学家亚历山大.M.佐洛塔廖夫在研究乌尔奇人时
提到了锡卡奇—阿梁岩画，并对卡利诺夫卡带有岩画的石头进行了描
述。佐洛塔廖夫认为，后者是一个纪念遗址，以纪念一个未确定的古
代民族（可能是博尔哈埃人）的一次远征（Okladnikov 1971：11-12
）。

1935年，奥克拉德尼科夫在首次对阿穆尔河流域进行调查期间，对锡
卡奇—阿梁岩画（图5）进行了研究，并用拓印法复制了其中一些岩画
（Miklashevich 2015）。在随后的20世纪50至60年代，其对锡卡奇—
阿梁、谢列梅捷沃、基亚和卡利诺夫卡岩画点进行了全面记录，并在一
系列文章和专著中进行了发表（Okladni kov 1959，1968a，1968b，1971
；1977，1981a，1981b）。奥克拉德尼科夫确定了岩画的风格组别及其年
代序列（表1）。他还利用从阿穆尔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到的民族志资料，
对其进行了解读。自那时以来，该年代序列一直未被修订，并被认为是
可靠的（Shevkomud 2004；Laskin 2015a），虽然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许多
假设被证明是不成立的（表1）。近几十年来，许多相关的考古发现都使
得对这些估测的岩画年代进行修订成为可能。此前已经有人尝试过这种
修订（Ponomareva 2015），结果表明，被称为“锡卡奇—阿梁组”（见下
文）的一个重要岩画传统，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与界定的考古学文化并
不一致。阿穆尔岩画研究的最新进展（Devlet and Laskin 2014，2015；Laskin 
2007，2014a，2014b，2015a，2015b）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资料，本

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些资料。

DOI: http://doi.org/10.65098/jra.02.2024.77.87

Received 21 September 2024
Accepted 23 October 2024
Available online 27 November 2024



JOURNAL OF ROCK ART (JRA) 3(2) (2024) 77-87

Cite The Article: 伊琳娜.A.波诺马列娃，茜琳，肖波 (2024). 西伯利亚阿穆尔河下游岩画传统的连续性. Journal of Rock Art, 3(2): 77-87.

图1：文中提到的阿穆尔河流域的考古遗址

1. 谢列梅捷沃；2. 基亚；3. 锡卡奇—阿梁、马雷舍沃、加夏；4. 苏丘；5. 马依-5；6. 孔东；7. 苏萨尼诺-4；8. 马拉亚—加万；9. 沃兹涅谢诺夫卡；10. 
因诺肯季耶夫卡；11. 科尔乔姆-3；12. 塔克塔；13. 卡利诺夫卡；14. 奥日；15. 苏克派

图2：卡利诺夫卡岩石，引自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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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谢列梅捷沃岩画群中带有岩画的垂直岩面，3号地点全景

图4：基亚岩画点垂直崖壁上的“面具/人面像”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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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锡卡奇—阿梁遗址群2号遗址一块巨石上的动物图案

图6： 锡卡奇—阿梁组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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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奥克拉德尼科夫制定的阿穆尔河下游岩画年表（1971）

时期* 年代** 特点 地点 图像

1 中石器时代 距今10000至
12000年

“原始的动物描绘技术和风
格——麋鹿（可能是公牛）
和马的形象”（Okladnikov 
1971：88）

—森林鸟类

—简单的局部人面像

—骷髅人面像

在锡卡奇—阿梁遗址群I号遗址
发掘的中石器时代地层中发现
鸟形燧石雕像（图7，68）。
然而，该出土文物的地层并不
清楚，在距发掘坑25至30米处
发现了风格相似的鸟类岩画，
这些鸟类岩画位于一组动物图
像中。

—人面像：一种假设，即巨石上
倒置的岩画一定比同一巨石上正
常位置的岩画更古老 ****

图示7，51-65、69

2 发达的新石器
时代或沃兹涅
谢诺夫卡文化
时期

公元前4千年末
至公元前3千年1

人面像的发展盛行

—雕刻的面具状人面像

—几何装饰的面具状人面像

—水鸟

在一些陶器碎片上发现类似的人
脸描绘（图7，12、13）

图示10

没有提供人脸面具的图例

3 *** 公元前2千年 更抽象、更具装饰性的面具
状人面像和2幅带有螺旋纹
的麋鹿图像

风格从写实到抽象的一个逻辑
假设

图示7，44、45

没有展示面具面孔的图例

4 靺鞨时期 公元前1千年末至
公元1千年初

卡利诺夫卡和锡卡奇—阿梁的
雕刻面具类人面像和小船

用可能是金属的锋利工具雕刻
而成

图示2

5 中世纪时期 公元8至10世纪 刻划的动物图像，骑马者和
拟人化图像

女真青铜器上的相似图像

*由奥克拉德尼科夫确定的时期（1971）。 

**年代未校准，沿用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年制定的年表。相关的年代和时期，请参见年表部分和图7 。 

***对于这一组，奥克拉德尼科夫只提供了大致年代。 

****然而，最近研究表明，带有岩画的巨石每年都会出现很大的位移（Laskin 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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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物品：1.因诺肯季耶夫卡（引自Konopatskiy 1985）；2.科尔乔姆-3 （引自Shevkomud 2004）；9 、10 、15 、16.孔东—波奇塔（引自
Okladnikov 1984）；11.马拉亚—加万 （引自Konopatskiy 1990）；12 、13.沃兹涅谢诺夫卡（引自Okladnikov 1981b）；14 、17.锡卡奇—阿梁（引
自Okladnikov and Medvedev 1981）；30.马里-5（哈巴罗夫斯克地方历史博物馆）；31、32、33、34. 苏丘（引自Filatova 2008）；66、67.贡恰尔
卡-1（引自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68.锡卡奇—阿梁（出土情况不明，引自Okladnikov 1981b）。

岩画：3-5、36-38.谢列梅捷沃；6-8、18、20-29、35、39-65、69-71.锡卡奇—阿梁；19.基亚（引自Okladnikov 1971）。

动物性群组：6、7、28.“野猪”；8.“老鼠”；24.“喜马拉雅黑熊”；25、44、45、51、59、60、65.“驼鹿”； 26、27.“琵嘴鸭”（一种鸭
子）；46.“火烈鸟”； 47.“西伯利亚雄鹿”； 48 、61.“公牛或野牛”； 49.“琵鹭 ”；50.“斑羚”； 53、55-57 、 58、62-64.“野驴或野马”（引自
Velizhanin 1985）。

图7：初步尝试将阿穆尔岩画与考古学文化和气候时期联系起来3。由于库兹明2005年提供的气候分期年代是未经校准的，因此本表中的考古学文化日期
也是未经校准的，并遵循舍夫科穆德和库兹明（2009年）的说法。动物名称具有幻象性、主观性和不可验证性（关于岩画解读中的幻象性，请参见贝德纳

里克2016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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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锡卡奇—阿梁群组：特征和年代

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年）界定了阿穆尔岩画的两大类：锡卡奇—阿
梁组和中世纪组。锡卡奇—阿梁组包括锡卡奇—阿梁、谢列梅捷沃和基亚
岩画点发现的大部分阿穆尔岩画（第1-4阶段，见表1），这些岩画是用敲
击法制成的，大部分似乎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本研究的重点是这组岩
画，而不考虑中世纪岩画。在锡卡奇—阿梁岩画中，最常见的图像是“面
具/人面”（见图6）。根据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年）的说法，这组图
案还包括“鸟”、“蛇”（螺旋纹和波浪线）、“船”和 “驼鹿或鹿”
。

2.1 动物性描绘

在锡卡奇—阿梁组中，有42幅四足动物图像、16幅可能描绘水鸟和林
鸟的鸟形图像、4幅动物脚印图像以及27幅螺旋纹和波浪纹图像，这些
螺旋纹和波浪纹被之前的研究人员解释为蛇（图6）。其中30个物种已
被“确定”（Velizhanin 1985），这增强了与气候周期的关联性。

奥克拉德尼科夫区分出一组古老的动物形岩画图像（表1，第1阶段），
其中包括以巨大身体和凹背为特征的四足动物图像（图7，11、51-56）2

。据推测，它们描绘的是“驼鹿”、“公牛或野牛”、“野驴或野马”
和“斑羚”（Velizhanin 1985）。根据 A. G. 维利扎宁的说法，这些动物
是适旱、耐寒的动物，它们的形象是在阿穆尔河流域有草原、水位较低
时绘制的。近期研究表明（Kuzmin 2005），这种环境可能出现在前北
方期（距今10000至9300年）；气候分期的年代由库兹明2005年提供。

接下来一组包括适温动物，如“斑羚”和“西伯利亚雄鹿”或“公牛”
，以及鸟类，如“琵鹭”和“火烈鸟”（图7，46-50）。这些鸟类是温
暖潮湿气候的指示器（Velizhanin 1985）。气候变暖始于北方期，在全
新世气候最适宜期达到顶峰（Kuzmin 2005）。因此这组图像可能出现于
距今9300至5000年前。

最后一组动物是通过主观辨认而确定的，包括阿穆尔地区的现代动物，
如“驼鹿”、“老鼠”、“蝙蝠”、“鸭子”、“野猪”、“蛇”和“
熊”（Velizhanin 1985）。这些形像（图7，6-8、24-29、44-45）可能出
现在亚北方期（距今5000至2500年）（Kuzmin 2005）。由于上述推测
的被描绘的动物群在该地区仍然存在，理论上这些形象可能是在当前气
候时期制作的。

2.2 “面具/人面”设计

“面具/人面”图像在阿穆尔岩画中占主导地位，共计有145幅“面具/
人面”图像（图6和图8）。它们的特点是引人注目的弧形耳饰。“眼
睛”通常表现为同心圆，脸部的内部空间用装饰线填充，反复勾勒出脸
部和眼睛的轮廓。不过，“面具”图像这一组别内部也存在多样性，“
面具”在脸部轮廓形状、“眼睛”和“鼻子”形状以及内外装饰元素方
面均有所区别。第一种分类法是由奥克拉德尼科夫于1971年提出的，
尽管作者并不计划将其用于分析的目的，而仅仅用于对各种面部设计
的描述方面。这种相对分类法是以脸部轮廓的形状为基础的，共定义
了8种类型：椭圆形、卵形、心形、梯形、长方形、顶部为椭圆形而底
部为直线形、猴形或颅骨形以及不完整形。叶莲娜·奥克拉德尼科娃
（Okladnikova 1979）为了将阿穆尔地区的岩画与北美西北海岸的岩画进
行比较，提出了另一种分类法。 她认为所有的面具/人面设计都是骷髅
脸，并根据描绘主题的方式将其分为7组。在这些图像中，既包括心形图
像，也包括有着不同眼睛的人脸。这种分类法成功地揭示了亚洲和美洲
的古代居民世界观的共同点。不过，我们不能确定所有这些人面像都是
描绘头骨、面具和“类面具的”，也有可能是描绘的动物面部或其他东
西的。

图9：面具/人面像设计类型：2、3、7、8 、11-19.锡卡奇—阿梁； 1、5、6、10、20.谢列梅捷沃；4、9.基亚（引自Okladnikov 1971）。

图8：面具/人面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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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笔者已经提出过另一种分类法（Ponomareva 2015）。这并非
基于任何解释性的假设，而是建立在对装饰元素及其同时出现的分析基
础之上。在此，我们将进一步对该分类法进行详尽阐述，并利用了最近
发现的岩画资料（Devlet and Laskin 2014；Laskin 2007, 2014a, 2014b, 
2015a）。该分类法旨在发现“人面像”设计结构中的共同模式，并将其
与陶器上的装饰和“人面像描绘进行比较。

阿穆尔“人面像”设计有两种主要类型：曲线型和几何型（图8和图9）。
有人指出（Ponomareva 2015），人面结构的关键是“眼睛”形状。曲线形
装饰大多出现在带有圆形 “眼睛”的构图中，而几何形和棱角分明的线条往
往与拉长的 “眼睛”形状同时出现（图9，I）。拉长的眼睛形状包括拉长的
椭圆形、水滴形、杏仁形和斜线形（图9，II）。曲线形人面设计以流畅
的线条勾勒出“头骨”或“人面”的轮廓。几何形人面设计用更具风格的
三角形和菱形线条勾勒出了轮廓。每种类型都有两个亚型，即带射线状
头饰型（图9，I-3、II-3）和不完整型（图9，I-2、II-2）。带射线状头饰
型人面像设计具有射线状线条这种外部元素，在曲线组和几何组中都能
找到。存在着几幅成对出现的人面设计的例子，其中一幅岩画图像有射
线状头饰，而另一幅却没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完整类型中，该类
型制作出的是无轮廓“人面像”。

2.3 年代序列4

通过将岩画与陶片上的“人面”图像进行比较，我们之前已经对部分类
型的人面像岩画年代进行过讨论（Ponomareva 2015）。类似的陶器图像
来自马雷舍沃（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沃兹涅谢诺夫卡（新石器时代晚期）
考古文化传统。由于描绘有“人面像”的陶器数发现数量很少，因此很难
提供有关此类器物的整体的统计数据，目前仅发现了22件此类器物。本
文综合了所有可用证据，如可移动艺术品、陶器以及岩画中动物的种属
与气候时期的相关性，从而为阿穆尔岩画传统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年代序
列（图7）。遗憾地是，没有对岩画的载体为崖面抑或是巨石进行记录。

新石器时代初期。俄罗斯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新石器
时代始于陶器的使用。最早的此类证据来自奥希波夫卡文化，因此被认为
是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产物。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约有70个遗址，
年代为公元前14200至前99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奥克
拉德尼科夫在锡卡奇—阿梁遗址的奥西波夫卡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个鸟的鳍
状雕像（Okladnikov 1971）（图7，68）。其他证据来自于奥希波夫卡文
化的贡恰尔卡-1遗址（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两块带有3个小
凹坑的卵石被发现，类似于对人面的简单描绘，其中两个凹坑被认为是
眼睛，第三个是嘴巴（图7，67）。另一对手工制品，即所谓的“Y型物
品”（图7，66）出土于同一个墓葬群中出土的，均由玄武岩制成，上面
刻有拟人化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浮雕人面像是制作在石头的边
缘处。人们注意到，这是阿穆尔岩画的一个特征（图7，70），因为有相

当数量的“人面像”岩画是制作在巨石的边缘处（Okladnikov 1971）。
因此，这些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15千纪，奥希波夫卡文化艺术中就可能
出现了简单的脸部图像以及在石头或巨石边缘描绘图像的具体方式。
在临近滨海边疆区的谢克利耶沃-6遗址中也出土了两块带有简单面部刻
画的卵石，其未校准年代为距今13000至8000年（Garkovik 2014）。有趣
的是，其中一个是在卵石裂缝的边缘处制作而成的。奥希波夫卡文化存在
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被认为是阿穆尔地区新石器
时代文化的基础；其后各个时代的许多文化特征都源于这一文化综合体
（Shevkomud 2004；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

新石器时代早期。该地区可能曾被马林斯克文化占据，其年代为公元前
7750至前58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然而，由于由特定
石器和陶器组成的文化复合体仅出现于一个遗址（苏丘岛），并且器物
位置受到扰乱，而其陶器与孔东文化和奥希波夫卡文化的陶器均具有相
同特征，故而，马林斯克文化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Shevkomud and 
Yanshina 2012）。因此，图7中不包括这种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包括孔东文化（早期阶段）和马雷舍沃文化（晚期阶段）
两种考古学文化。该时代的特点是陶器上的图案装饰，其与滨海边疆区
和满洲里的文化综合体有相似之处。孔东文化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和乌苏
里江下游地区约有35个遗址。孔东文化早期为公元前6590至前5620年，
晚期为公元前5310至前507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

根据物种测定和与气候时期的关联性，只有动物图像被归于这一时期（
图7，46-65）。不过，这些岩画可能是在随后的马雷舍沃文化时期创作
的，而马雷舍沃文化也存在于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人面像造像传统可能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部分证据表明了这一点。
其中一幅与前北方期有关的动物形图像上制作有一幅人面像（图7，58）
。另一个证据是2007年在孔东文化的雅泽·沃尔肯斯科耶-1遗址中发现的
带有人面像的陶器碎片，但相关资料尚未发表（O.V.扬希娜提供）。

另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是马雷舍沃文化，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有30个
遗址。该文化早期的放射性碳测定法得到的年代数据一直存在争议，部
分学者认为该文化占据了公元前4260至前2900年这一时期（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马雷舍沃陶器的特点是引人注目的曲线装饰、
戳印图案和表面的红色颜料。还发现了拟人化的陶俑（Filatova 2008
；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其中
5个例子展示了由两个交替的“人面”图案组成的装饰带，其中大多
数都有几何和曲线两种“人面像”交替出现（图7，30、31、32；另见
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52）。因此，这两类岩画都可能存在于马雷
舍沃时期。此外，装饰性更强的图像，如用多线螺旋纹和同心圆装饰的
图，似乎也应归于这一时期。

图10：锡卡奇—阿梁2号遗址巨石边缘的拟人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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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阿穆尔河流域的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为代表，其发展经
历了3个阶段（Shevkomud 2004；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早期
为格林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至前26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该期与马雷舍沃文化密切相关。其陶器具有类似的特征，如
梳印纹和“齿轮”印纹，器皿的各个部分都涂有彩绘，边缘装饰有直
线和波浪形卷纹，图像以蜿蜒线、螺旋线、“面具”和同心圆为基础
（Filatova 2008； 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不过，从陶器上的人面
设计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这些图像看起来更加逼真（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在马雷舍沃文化中，它们被纳入装饰带中，从而与陶器
的封闭表面结合在一起。而在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中，人面设计是组合
结构的核心元素（图7，12、13）。“人面像”的构图不是由重复的曲
线构成的，而是完整的图像，这些图像在阿穆尔岩画中可以找到直接的类
似案例（图 7，18-23）。

下一个阶段是伍德尔时期，年代为公元前2600至前22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学者们注意到，可能存在着源自萨哈林岛的外来陶
器传统的迹象（Shevkomud 2004）。

大多数刻有“人面像”的陶器碎片都发现于早期的格林期。不过，在中期
的伍德尔期发现了两块碎片（图 7，1、2）。

晚期的马洛加万期年代为公元前2200至前1700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虽然延续了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的传统，但值得注意
的是其陶器完全不同（Shevkomud 2004）。在该期的陶器以及其后的陶
器中，均未发现任何人面像。最后一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科宾文
化，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至前900 年（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
然而，对新石器时代和“古金属”5时代之间的这一过渡时期的研究还不
够充分。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制作于公元前2千纪的岩画，但根据维利扎宁
的解释，一些描绘有“驼鹿”、“野猪”、“喜马拉雅黑熊”和“老
鼠”等现代动物的变形图像可能出现在亚北方期（Velizhanin 1985）（
图7，6-8、24-29、44-45）。奥克拉德尼科夫（1971、1981a）认为，卡
利诺夫卡岩石上的人面像和许多“船形图像”都是用一种锋利的、可能是
金属的工具刻上去的（因此他将卡利诺夫卡岩画的年代定为古金属时
代），卡利诺夫卡岩画的存在可能表明，“人面像”的传统并没有随着
来自萨哈林岛移民的出现而停止。然而，自1968年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工作
（Okladnikov 1981a）以来，该幅岩画一直没有被找到，也没有它的精美
照片。此外，在今天阿穆尔人的传统装饰品中，还可以看到丰富的新石
器时代岩画传统的遗迹（Okladnikov  1959）。

3. 连续性：体系化结构

阿穆尔岩画似乎提供了一个在新石器时代以“面具/人面”图像为主的历
时颇长的岩画传统的例子。这一传统存在于3个遗址中，锡卡奇—阿梁是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这种独特的题材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释其民
族、身份、社会实践、象征主义和社区。

民族性是一种非常难以捉摸且备受争议的现象，而阿穆尔新石器时代岩画
可能并非如此。然而，民族性就是要认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并在跨
文化交际中保持和显示这种独特性。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
在许多人类学家看来，民族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才会出现
的现象，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参与者的文化独特性会在正常的互动中产生
影响（Eriksen 2010：16-17；Jenkins 1997：13）。正如巴恩所说，文化
差异可能是种族边界维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Barth 1969：12）。虽然
族际关系意味着对立和对比，但这种互动既意味着差异，也意味着相似
（Jenkins 1997：13），因为必须有“族际话语和互动的共同领域”才能
进行交流（Eriksen 2010：33-34）。岩画点可以作为族群之间交流的“共
享熔炉”，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可能会出现一些艺术元素。在一
些岩画点中，还发现了另一个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群组，它与公元前5200
至前4100年间雅库特的贝尔卡奇文化有关（Shevkomud and Kuzmin 2009
）。这一群组代表着人群从阿穆尔地区北部甚至阿尔丹—勒拿河流域迁徙
而来。尽管人们对贝尔卡奇文化复合体在阿穆尔文化起源中的作用还不甚
了解，但一些动物形描绘可能是受来自雅库特的影响而产生的，它们在那
里的新石器时代岩画图像中占主导地位。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阿穆
尔河流域的文化与满洲里和滨海边疆区的文化积极互动，可以在下阿穆尔
河流域划分出两个接触区，即西南接触区和东北接触区（Medvedev and  
Filatova 2014）。因此，尽管断言新石器时代阿穆尔地区就出现了民族这
种说法过于简单，但这种复杂的多元文化状况的存在，表明了民族文化
身份的存在，即了解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并通过积极战略性地利用岩画
来保持这种独特性。

由于阿穆尔河流域仅有3个新石器时代岩画群，而锡卡奇—阿梁是其中最
主要的一个，因此这里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可以作为该

地区族群的长期聚集地。新石器时代的风格有所变化，但贯穿所有新石
器时代的主要思想是“人面像”。我们无法揭示该图像的真正含义，但
至少可以展现其重要性和象征意义。这个图像可能扮演着一个有意义的
知识库，尽管这个知识库的意义可能一代又一代地发生变化，但它是保
持社区与过去和本土联系的思想源泉。因此，锡卡奇—阿梁以及其他岩
画点可以创建并维护阿穆尔河流域社区的象征性边界。

英国人类学家安东尼 .P.科恩1985年研究了边界与象征意义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社区边界的象征意义在于它对人们的意义是什么（Cohen 
1985：12）。科恩认为社区是一种心理建构：“社区的现实在于其成员
对其文化活力的感知。人们以象征的方式构建社区，使其成为意义的资
源和宝库，并成为其身份的参照”（Cohen 1985：118）。边界同样存
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科恩强调的是边界和社区的意义，而不是其结构形
式。在形式连续性和内容实质性变化的例子中，他展示了结构如何可
能相似但隐藏着不同的现实（Cohen 1985：98）。遗憾的是，在阿穆尔
岩画中只能观察到持续存在的结构，不可能揭示其不断变化的含义。不
过，岩画点可能是宗教生活的集中地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因此可以认为
岩画点具有象征意义。

仪式是突出的象征手段之一，因为它能给人带来共同性的体验，从而有
效地维护边界，使人产生与他人的共同感和差异感。仪式场合本身就具
有象征意义。科恩区分了仪式交流的两个层面：首先，仪式交流的是群
体与他人的关系；其次，仪式交流的是个人与其群体和世界的关系，因
此，“仪式既构建了社会边界，同时也让个人体验到社会边界”（Cohen 
1985：53-54）。根据对加夏（靠近锡卡奇—阿梁）、沃兹涅谢诺夫卡、
苏丘和塔赫塔遗址的发掘，人们认为阿穆尔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至少存在
4个崇拜中心（Medvedev 2005）。遗址某些部分为非实用目的，主要标
志是集中了陶质和石质便携式“艺术”品、装饰品以及被解释为用于
仪式的高品质、装饰丰富的陶器。所有这4个崇拜中心都与马雷舍沃和沃
兹涅谢诺夫卡文化层有关，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圣地的创建可能始于锡
卡奇—阿梁的奥希波夫卡时期，那里也是该地区的主要岩画点。其他岩画
点，如谢列梅捷沃、基亚和发现卡利诺夫卡岩画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崇拜
中心，未来的考古调查应检验这一点（Medvedev 2005）。“人面像”
题材的仪式作用可以通过对其强调的“眼睛”的解释得到说明，“眼睛”
显示的是服用致幻剂后的状态。民族学家曾描述过远东民族的这种做法
（Tabarev 2012）。

社区与岩画点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岩画点作为意义的载体，有助于
创造和维护社会身份，同时也面临着变化和外来影响。例如，新石器时
代不同时期的岩画就发生了变化。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只有简单的“人面
像”，可能还有一些动物形图像。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动物形图像为主。
新石器时代中期，装饰主义开始盛行，而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出现了更多的
写实图像。因此，在变化的同时也有连续性。岩画点的功能似乎可以与布
迪厄在其实践理论中提出的“习性”概念相比较（Bourdieu 1977）。习
惯构成了实践，同时又被实践所构成，这一观点可用于理解岩画点在人
们的社会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习惯性倾向为可
能的替代方案划定了界限，同时又处于永久的流动和变化之中，这正是

岩画风格发展的体现。即使有变化，也是从有限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
尽管人面像设计千变万化，但其结构模式却非常清晰。物质文化被反复
用来体现民族性，而对特定形式或风格的选择则受到习惯下的结构性限
制（Jones 1997：120）。

4. 结论

阿穆尔新石器时代岩画传统有3个地点，其中锡卡奇—阿梁岩画点因岩
画的数量和多样性可被视为主要地点。锡卡奇—阿梁岩画群以“人面像”
为主，但也有许多动物图像。这里提供的证据表明，锡卡奇—阿梁人群经
历了一万多年的漫长岁月，可以初步确定每个阶段的一些特征。

与奥希波夫卡时期有关的岩画可能包括一些简单的“人面像”和“鸟图
像”。尽管“人面像设计传统”继续存在，但一个相当单一的动物形群组
显然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有关。新石器时代中期，装饰主义兴起，表现在陶
器和岩画上。在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的早期阶段，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尽管“人面像”的设计往往不那么具有装饰性。尚无一个风格独特的
动物形群组可以与某个特定时期联系起来。只有两件驼鹿纹饰因其螺旋
形装饰而引人注目（图7，44、45），因此，它们可能与马雷舍沃时期
有关。岩画传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可能并未停止，尽管除了卡利
诺夫卡岩画之外，尚无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丰富的装饰传统历经万
年而不衰，在现代阿穆尔人的艺术和工艺品装饰中可以看到其残余。我
们试图为阿穆尔岩画建立一个年代模型，但这只是实验性的、临时的，
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的。不过，它是完全可以检
验的，并且是科学的，毫无疑问，未来的科学测年工作也会对其进行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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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野对阿穆尔岩画传统的长期性和持久性的研究为了解岩画点
在史前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些线索。阿穆尔河下游是一个文
化交流区，这可能导致了民族文化身份的出现，岩画点也可能成为
族群之间“共同的话语和互动场所”。大量类似的设计表明艺术活动
的重复，这可能是仪式活动的证据。因此，这些岩画点，尤其是“
人面像”主题，可能被用作建设社区、建立和维护社区边界的象征性
工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和艺术品的含义会发生变化。
岩画风格的发展可以说明这一变化。岩画点作为有力量和有意义的地
方，以及岩画作为文化独特性的表现形式，是由社会实践构成的，同
时也是由社会身份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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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译者注：原文写的是“公元前3千年至公元前4千年末”，按照中文表
达习惯翻译时将其年代改为公元前4千年末至公元前3千年。

2. 译者注：这里的图7，11为人面像，而非作者所谓的动物图像，可能
为笔误。

3. 译者注：在2021年出版的著作中，作者对该图进行了更新，增加了
一件孔东文化时期的人像，其五官与部分人面像类似，因此，作者将
部分人面像岩画归入孔东文化时期。参见Ponomareva I. A.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Prehistoric Rock art of East Siberia. An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exploration into ethno-cultural identity, belonging, 
and symbolism. Oxford, BAR Publishing, 2021, pp82-83.

4. 本节中考古学文化通过放射性碳测定法得到的年代数据是来自于舍夫
科穆德和库兹明的研究（2009年）。根据上述作者的说法，这些数据是
用Calib Rev 5.0.1校准的。更多详情，请参见舍夫科穆德和库兹明2009:  
8-9。然而，在图7中，为了与库兹明（2005年）提供的未经校准的气候
期日期相比较，考古文化的日期是未经校准的。

5. 该术语是由V. A.戈洛佐夫于1927年提出的，在俄罗斯许多地区，当难
以区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时，该术语就被用来指代这两个时代。在
阿穆尔地区，青铜器的出现与铁器的出现同步，时间为公元前11—前10
世纪。这些罕见的发现无法让研究人员重建冶金的发展。因此，在阿
穆尔地区，“古金属（Palaeometal）”一词用来描述地区文化发展的特
殊性，同时包括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Arutyunov et al. 1982；Yanshin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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